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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演进过程及关键路径 —

— 以张家界为例1

唐健雄 1,蔡超岳 1,刘雨婧 1，2,李奥莎 1

(1.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2.湖南省第三测绘院，湖南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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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综合指标法测度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结合时间序列法量化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

兴的关系，并 运用案例分析法解析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结果表明：①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

是以旅游业为驱动载体， 以“就地就近”城镇化为基础，在“市场链接、产业融合、行政势能、制度嵌入、规划

引导、资金支持”等外部因素干预下，乡村基 于自身基础条件选择合适发展路径并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②基于

时间序列法，发现张家界旅游城镇化是驱动乡村振兴的 重要因素，且随时间推移，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驱动

作用日渐明显，逐步超过乡村自身发展带来的影响。③张家界旅游 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演进过程分为介入阶段

(1989—2000年)、分化阶段(2001—2008年)、转型阶段(2009—2014年)和融 合阶段(2015年至今)。④张家界旅游

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主要分为景区城镇化和城镇景区化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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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城市与乡村始终是不可分割的有机融合体[1], 在城镇化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城乡之间仍存在 城乡差异未消除、要素流

动不畅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程度低等问题[2],导致乡村相继出现农民外流严重、农业发展滞缓和农村文化缺失等发展困境[3]。 高

质量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既是国家实现基本现 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要路径[45]。

旅游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 化的一种重要模式[6],在加速城乡要素对流、优化 城乡资源配置、弘扬乡土文化、带动农民就业等方

面 有着深远影响 L⁷8],是张家界、桂林、大理等民族地 区摆脱“资源陷阱”,走向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因此，客观认知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发展规 律，把握其演化特征，科学引导乡村地域城镇化，寻 求城乡融合发展

实现路径，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发展的重大现实需求和重要科学命题。

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旅游城镇化逐步成为 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路 径，现有关旅游城镇化

研究聚焦于以下 4个方面： 一 是旅游城镇化的概念及特征，学者认为旅游城镇化 是一种建立在享乐的销售和消费基础上的

城镇化模 式[0],其特征主要表现为旅游用地不断扩张、就业 人口上升、基础设施与环境改善、社会功能转变等方 面[1;二是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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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城镇化发展模式[12],受区域经济水 平的限制，其发展模式可以从旅游产品、基础差异、 旅游开发、旅游功能、旅游产业及

旅游区位等角度进 行分类；三是旅游城镇化影响因素[3],游客需求、旅 游资源和旅游设施服务是 3个主要驱动因素，但房 地

产建设、旅游宣传、区位条件、交通便捷性、政策引 导、民营经济参与强度等也会产生显著影响[4];四 是旅游城镇化影响效

应 1],不同的发展模式会带来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文化传承等正向影响[3], 也可能出现本地居民懒散化、人口空心化、

土地利用 矛盾、生态环境破坏等负面效应 16]。

旅游城镇化具有旅游业与城镇化的双重属性， 其如何驱动乡村振兴?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旅 游业与乡村发展、新型

城镇化与乡村发展展开了系 列探讨。旅游业与乡村发展的研究集中在 4个方 面： 一是驱动路径，主要通过乡村旅游推动上

下游及 横向产业联动，吸引乡村劳动力回流、增加村民就 业、提高工资性收入、重构社区结构、再造精神文化、 完善治理

体系等[7],实现乡村振兴；二是发展模式， 集中在旅游业与农业 8]、文化产业]、康养产业等 联动发展模式；三是管理方式，

如韩国的“政府主导 型”[20],英国的“政府+公司”型，美国的“都市依托 型”[21]和国内的“政府+公司+村民”的多主体

参 与型 2]等；四是影响效应，学者认为乡村旅游带来 了显著的经济效应[23],但在社区治安、景观建设等 社会生态方面[24]

持消极态度。其次，“城镇化与乡 村发展”的研究，国外学者对城乡关系进行系统探 讨，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论”“中

心—外围理论”“极化—涓滴效应论”“次级城市发展战略”以及“城 乡联系与流思想”等经典理论[25],构建了城市性行 为

与乡村性行为在同一地理范围内并存的地域概 念[26],研究城乡的合作与互补关系[27],也从“城乡 联系”角度寻求城乡均衡发

展规律及影响因素[28]。 国内学者对城乡关系研究也渐成体系： 一是宏观层 面的机理”、规律及协同发展路径[3]的理论探讨；

二是区域层面城乡关系的量化研究[20];三是探讨自然环境、区域经济、政策制度、社会供需[30]等宏观环 境以及人口、资

本、交通、基础设施、科技、公共服 务[31]等微观要素对城乡空间异质性的影响。

已有研究成果为本研究开展旅游城镇化与乡村 振兴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旅游城镇化 是新型城镇化的一种特

殊类型，其与传统城镇化在 产业联动、城市建设、资源利用、文化重构、环境保护 等方面存在较大区别，现有研究主要集中

在新型城 镇化与乡村振兴联动发展的理论机理、影响机制等 方面，对于旅游城镇化与乡村发展的关系缺乏及时 且必要的关注，

诸多基础理论及现实问题尚未得到 有效解决，如旅游城镇化能否驱动乡村振兴?其演 进规律如何?在旅游城镇化驱动下，乡村选

择何种 路径走向振兴?等。基于这一背景，本研究从城乡 关系视角，以张家界市为例，以 1989—2021 年为研 究时段，科学检

验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进 一步探讨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演进规律，扎 根典型乡村，识别旅游城镇化驱动乡

村振兴的关键 路径，以期为武陵山片区及同类型地区的乡村振兴 提供参考价值。

1 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1 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内涵

乡村振兴是在市场需求、政府导向等外源性要 素及自然资源、区位条件、产业基础等内源性要素综 合作用下历经起步、

成长、稳定等阶段的复杂人文过 程，主要目标是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完善农 村治理体系、减小城乡发展差距、改

善城乡二元结构 等[2],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对于民族或贫困地区的乡 村

而言，受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等影响较弱，乡村 发展较为缓慢，但区域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 良、文化底蕴浓厚

等，旅游业逐步成为主导产业，吸 引人口、资本、物质等要素向旅游地集聚与扩散，推 动城镇地域不断扩张与延伸，即旅

游引导的城镇化 (简称“旅游城镇化”,下同)改变了城镇原有经济模 式[3]、地域景观、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9]等，也帮 助

贫困乡村实现了脱贫攻坚[4],推进了乡村振兴。 基于“城乡关系”视角，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内 涵可解析为，以旅游业为

驱动载体，以“就地就近” 城镇化为基础，在“市场链接、产业融合、行政势能、 制度嵌入、规划引导、资金支持”等外部

因素干预 下，乡村基于自身基础条件展开综合考量，选择合适 发展路径，逐步摆脱单一农业生产，推动乡村多元化发展，

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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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评价体系构建

在指标选取过程中，主要参考当前我国国家法 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等，包括《新型城镇化品质城市 评价指标体系》《新型

城镇化县城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主要指标”等，结合

旅游 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特性，参考已有研究成果[3-36], 根据张家界市实际情况，构建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 兴评价指标体系(表

1)。

表 1 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测度评价指标体系

准则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属性 指标内涵及说明 权重

人口城镇化

城镇人口(城镇常住人口+旅游折算常住人口)
比例(%)

旅游直接从业人数(人)

城市人口密度(人/km²)

城镇登记失业率(%)

+

+

反映人口向城市聚集程度

反映旅游服务人口市民化程度

反映城镇居民居住拥挤情况

反映城镇居民就业状况

0.049

0.012

0.036

0.011

经济城镇化

旅游总收入(亿元)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人均GDP(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

+

+

反映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反映城市产业结构优化水平

反映城市宏观经济发展水平
反映城镇居民生活水平

0.122

0.024

0.075

0.046

旅游
城镇化 社会城镇化

星级酒店床位数(张)

燃气普及率(%)

旅客客运量(万人次)
人均拥有医疗床位数(张/人)

+

+

+

+

反映城市旅游住宿接待水平

反映城市居民基础生活水平

反映城市交通可进入性

反映城市基础医疗卫生水平

0.056

0.021

0.040

0.043

文化城镇化

文化类旅游资源禀赋水平

文化事业机构数(个)

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人)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人)

+

+

+

+

反映城市文旅发展基础

反映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状况

反映城市公共图书馆建设水平

反映城市高等教育建设水平

0.117

0.102

0.082
0.064

生态城镇化

人均废气排放量(t/人)

空气质量优良率(%)

建城区绿化覆盖率(%)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

+

+

+

反映城市废气排放情况

反映城市空气质量

反映城市建设绿化水平
反映城市环境治理水平

0.019

0.011

0.050
0.020

产业兴旺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kW/人)

农业劳动生产效率(%)

人均农林渔业生产总值(元)

农产品加工企业数(个)
农药施用强度(kg/hm²)

表征农村农业科技应用水平

表征农村农业劳动生产效率

表征农村农业产值水平

表征农村农业融合发展水平
表征农业生产过程中农药使用强度

0.065

0.056

0.060

0.027
0.020

生态宜居

森林覆盖率(%)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县乡公路里程(km)

十 表征农村基础生态优势

表征农村基础设施服务水平
表征农村居民出行便利程度

0.052

0.057

0.082

麒 乡风文明

农村学生人均师资数(人)

农村劳动力高中学历以上人数占比(%)

农村电视覆盖率(%)
农村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占比(%)

+

+

+

十

表征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水平

表征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

表征农村电视媒体覆盖水平
表征农村居民的文教娱乐消费支出水平

0.064

0.042

0.070
0.013

治理有效

村委会服务人数(人)

有村规民约村占比(%)

农村公共服务支出占比(%)

农村人均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人)

+

+

+

+

表征农村综合服务水平

表征农村有序治理水平

表征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水平

表征农村医疗卫生建设水平

0.015

0.021

0.029
0.051

生活富裕

农村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元)

农村恩格尔系数(%)

+

+

+

表征农村经济景气程度

表征农民综合收入情况

表征农民生活消费水平

表征农村家庭富裕程度

0.087

0.072

0.079

0.038

注：本研究所指城镇人口包括城镇常住人口与旅游人口折算常住人口，旅游人口折算常住人口=(入境旅游人次*旅游者在该城市平均停留天数+国内旅游人次*旅游者在该城市平均停留天数)/365;旅游直接从

业人数为旅游酒店、旅游景区、旅行社从业人员之和；文化类旅游资源禀赋水平以国家 A级文化类景区为主，通过采用孙根年(2011)的赋值方法(S=5As+4A₄ +3A₃ +2A₂ +A₁ ),其中 As、A₄ 、A₃ 、A₂ 、A

₁ 分别为 5A—A级景区；文化事业机构主要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文化站、艺术表演场所等在内的单位机构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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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不同于传统工业城镇化和商贸、物流城镇化，旅游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追求人口、经济、社

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发展[3],[]。因此，基于旅游城镇化内涵，从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 5个维度选取 20个指标进

行 评价。人口城镇化是旅游城镇化的核心表现，旅游 城镇化具有吸引人口集聚、创造大量就业、加快旅游 服务人口市民化等

优势，选取城镇人口比例、旅游直 接从业人数、城市人口密度、城镇登记失业率 4个指 标进行表征。经济城镇化是旅游城镇

化的基础动 力，旅游城镇化具有扩大内需、拉动经济、优化产业 结构、增加居民收入等特点，选取旅游总收入、人均 GDP、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个指标进行表征。社会城镇化是旅游城镇化的共 享成果，旅游城镇化可以推动

旅游接待设施、基础服 务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城镇功能完善，选取星级酒 店床位数、旅客客运量、燃气普及率和人均拥有

医疗 床位数 4个指标进行表征。文化城镇化是旅游城镇 化的地域表征，旅游城镇化在传承优秀文化、推动文 化创新及重构市

场价值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选 取文化类旅游资源禀赋、文化事业机构数、人均公共 图书馆藏书、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4

个指标进行表 征。生态城镇化是旅游城镇化的内在要求，旅游城 镇化有助于节能减排、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选取人 均废气

排放量、空气质量优良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和城镇生活垃圾处理率 4个指标进行表征。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 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在此基础上，从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 5个 维度[32],[35],[%6]选取 20个指标进行综合评价。产 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反映农村

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和产业融合发展水平，选取人均农林牧 渔业生产总值反映农业劳动生产规模和产能，农业 劳动生产效

率表征农业生产能力，人均农业机械总 动力表征农业现代化水平，农产品加工企业数表征 农业融合发展水平。生态宜居是乡

村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主要涉及生活和生态环境方面要求，选取农药 施用强度和森林覆盖率表征生态环境，农村自来水 普

及率和县乡公路里程表征生活环境。乡风文明是 乡村振兴的文化基础，提升农民素质、改善农村社会 风气等有助于乡村形

成良好的风俗风气，选取农村 学生人均教师数和农村劳动力高中以上学历占比数 表征乡村教育水平，农村电视覆盖率和农村

人均文 教娱乐消费支出占比表征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水平。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主要涉及政治建 设和社会建设

两方面，选取村委会服务人数和有村 规民约的村占比表征政治建设情况，每万人拥有农 村卫生技术人员数和农村公共服务

支出占比表征社会建设情况。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目标，农 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等可大体反映 村民的

生活富裕程度，选取农村人均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 水平和农村恩格尔系数 4个

指标进行表征。

2 研究区概况及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张家界市地处湖南省西北部，位于 109°40'— 111°20'E、28°52'—29°48'N 之间，属武陵山脉腹地， 原名大庸县，1988

年经国务院批准设市，1994年更 名为张家界市，总面积 9516km², 辖永定、武陵源 2 区和慈利、桑植 2县。据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统计， 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 151.70万人，有 46个少数民族，人口为 113.91 万人，占总人口的 75.09%。张 家界市是

典型的“因旅游建市、因旅游兴市”的城 市，具有典型的经济发展落后、城镇进程缓慢，但生 态环境良好、自然资源丰富

与民俗风情浓郁等地理 重叠特征。境内拥有 12处 4A 级以上景区，2处世 界级和 11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全市自然保护地

面 积占总面积的 11.70%,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70多 项。作为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地区，张家界不能走 工业城镇化道路，随

着旅游业兴起，各县区均将旅游 业作为实现经济转型、城市发展的支柱产业，城镇化 水平也提升迅速，“双轮驱动”助力脱

贫攻坚，累计 扶贫脱贫超 50多万人。2021 年，张家界旅游总收 入 2403 亿元，第三产业产值占 CDP 的比重为 71.65%,城

镇化率达 52.37%,建成星级农庄和乡 村旅游区点 54家，旅游休闲农业经营主体 730个， 开发 24条生态文化旅游和乡村旅游精

品线路。因 此，以张家界市为研究对象，研究旅游城镇化驱动乡 村振兴的演进过程与关键路径，是张家界推进旅游 高质量

发展，构建新型城镇化体系，实现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点和难点，既具典型代表性，又切实响应了贫 困地区乡村发展需求。

2.2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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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水平评价。首先，为消 除不同量纲数据对评价水平的影响，主要采用极差 标准化法对 1989—2021

年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评价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其次，采用熵 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计算过程参见相关文

献的。 最后，基于指标权重和标准化值，采用综合指标法分 别测算旅游城镇化系统(TU) 和乡村振兴系统(RR) 的综合评

价值，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a; 为旅游城镇化系统指标权重；β;为乡 村振兴系统指标权重；T 和 R,分别为旅游城镇化和 乡村振兴各指标的标

准化值。

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动态关系分析。采 用时间序列法[38],检验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作 用关系。首先，选用旅

游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综合 发展水平作为因变量和自变量，为避免伪回归，需要 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研究采用 ADF

法，检 验变量的差分序列是否平稳，若变量为同阶单整序 列，则可以进一步考察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其次， 在序列平稳

基础上，采用 EG 两步法建立协整方程， 对其残差序列进行 ADF 检验，若残差序列平稳，说 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而后，利用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测度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利 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解析旅游城镇化对

乡 村振兴的驱动作用及贡献程度。

2.3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张 家界市行政区域为研究对象，主要分析张家界的城 市经济及乡村整体发展

情况，数据来源于 1990— 2022年《张家界统计年鉴》《湖南统计年鉴》以及张 家界县(市、区)统计年鉴，1989—2021

年《张家界统 计公报》《张家界年鉴》,2006—2022 年《湖南农村 统计年鉴》以及 1996—2019 年《中国旅游统计年 鉴》、

2019年《中国文化和旅游统计年鉴》和 2020年 《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第二部分以袁 家界村和沙堤乡为代表的

乡村调研数据。在 2019 年 10月—2021年 10月期间，研究团队 3次前往案 例地展开调研，搜集案例村在发展过程中的典型

事 件及典型人物基本资料；同时，对政府工作人员、当 地村民、村干部、景区工作人员、酒店经营者、零售商 店经营者

等 32人展开深度访谈，平均时长在 40min 以上，总访谈时长达 22h, 主要获取乡村发展历程、 村民生产生活情况、土地使用

情况和居住环境变化 等信息。此外，还分别从武陵源区、永定区的统计局 和旅游局及 2个村委会搜集关于案例村的产业基 础、

规划方案、统计数据、乡村村志等资料。

3 结果及分析

3.1 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关系检验

在研究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过程之前，需 要定量检验旅游城镇化是否对乡村振兴具有驱动作用。因此，本研究以张家

界 1989—2021年的旅游城 镇化和乡村振兴综合水平为基础，对两者关系进行 格兰杰因果检验，但在检验之前，首先对变量

进行对 数化处理，再进行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做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研究，具体过程如下：

协整关系。首先，令旅游城镇化水平和乡村振 兴水平进行 ADF 平稳性检验(见表 2),可知变量 TU 和 RR 原序列为非平稳

性序列，在对其进行一阶 差分之后，两者均在 1%、5%和 10%水平下均显著, 即变量 TU和 RR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其次，对

两变 量进行一阶差分后，构建 E—G 协整方程，对其残差 序列 e 进行 ADF检验，结果显示 e 在 1%显著水平 下是平稳的，

由此说明，张家界旅游城镇化水平和乡 村振兴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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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类型 ADF检验值1%临界值5%临界值10%临界值 结论

TU (C,T,0) -0.267 -3.654 -2.957 -2.618 不平稳

RR (C,T,0) 2.223 -3.654 -2.957 -2.617 不平稳

D(TU) (C,T,O) -4.708 -3.661 -2.961 -2.619 平稳

D(RR) (C,T,0)

(C,T,7)

-4.951

-5.478

-3.662

-4.562

-2.960

-3.743

-2.619

-3.398

平稳

平稳

因果关系。在旅游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水平存在 协整关系基础上，进一步做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确 定两者是否存在因果

关系。由表 3可知，旅游城镇 化水平与乡村振兴水平之间，存在单一驱动关系，即 张家界旅游城镇化进程是驱动乡村发展的

重要因素 之一，但乡村振兴不是推动旅游城镇化发展的格兰 杰原因。

表 3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假设 观测值 F统计值 P值 决策

旅游城镇化进程不是驱动乡村 振兴的原因
32 6.356 0.015 拒绝原假设

乡村振兴不是驱动旅游城镇化 进程的原因
32 2.876 0.101 接受原假设

驱动关系。选择 VAR模型中的脉冲响应函数，进一步了解旅游城镇化水平对乡村振兴水平的短期 冲击效应(图 1)。乡村振

兴面对旅游城镇化水平的 一个标准差冲击，在第 2期做出 0.005的正响应，随 后逐步上升，与时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第 10

期，乡 村振兴响应系数为 0.041,第 20期为 0.072,第 32 期达 0.096水平。另外，结合方差分解可知，旅游城 镇化对于乡村振兴

的解释能力逐渐增大，到第 10 期，旅游城镇化水平贡献了 17.44%,第 20期，贡献 了 46.78%,第 32期，贡献了 67.44%,已经超

过了 其自身贡献水平。因此，可以看到，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具有较持续的正向影响，且随时间推移，驱动作用日渐明显，

逐步超过其自身发展带来的影响。

图 1 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图



7

图 2 1989—2021 年张家界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水平时序演变特征

3.2 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演进过程

城镇化进程和乡村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动态 过程，西方国家依托“串联式”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 模式，率先经历了“城

乡发展失衡→振兴乡村”的发 展路径，城乡发展差距不断缩小[1,40]。国内在全球 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以及国家城乡

政策的推 进下，经历了“以乡促城→城乡分治→ 以城带乡→ 城乡互促”的发展过程[1,3]。在此背景下，立足于城 乡关系视角，

基于张家界旅游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水 平的时序变化特征(图 2),认为旅游城镇化驱动乡 村振兴具有阶段特征，可以将研究期间划

分为介入 (1989—2000年) →分化(2001—2008 年) → 转型 (2009—2014年) →融合(2015年至今)4个阶段。

介入阶段(1989—2000年)。旅游城镇化对乡 村影响有限，景区城镇化初现。1989—2000年，旅 游城镇化水平从 1989年的

0.075提升到 2000年的 0.164,年均的增长率为 10.82%,乡村振兴水平从 0.117逐步增长到 0.169,年均增长率为 4.11%,旅 游城镇化

水平始终低于乡村振兴水平，对乡村影响 也有限，集中在景区附近，景区城镇化初现。20世 纪 80年代前，张家界是一个以自

然经济方式生产为 主的农业区域，工业基础薄弱，城镇化进程缓慢。但 张家界拥有世界罕见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1982年 张

家界建成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旅游业拉开序幕， 吸引了人口由乡村向城镇集聚，给景区周边居民带 来了大量就业机会，据

统计[39],1992 年森林公园周 边的张家界村和袁家界村共有一半以上居民从事与 旅游相关的餐饮、人力运输、导游等工作，农

民生活水平有所改善。同时，为满足旅游发展，景区交通邮 电、旅游接待设施等迅速响应，景区城镇化现象显 现，但当时张

家界旅游业发展水平较低，城镇化进程 滞后，且广大地域空间仍以传统农林业生产下的乡 村为主，乡村发展主要受内源性要

素驱动，旅游城镇 化尚未对乡村发展产生明显变化。

分化阶段(2001—2008年)。大量的资源向城 镇聚集，城乡分化态势显著。2001—2008年，旅游 城镇化水平从 0.207逐步提

升到 0.393,年均增长 率为 12.78%,乡村振兴水平从 0.162逐步增长到 0.225,年均增长率为 5.57%,即旅游城镇化进程持 续推进，

在 2001年赶超乡村振兴水平，并保持快速 增长态势，与乡村发展差距逐步拉大，在 2008年处 于最大分化状态。2000 年以来，

张家界旅游业发展 快速，2008年旅游接待人数为 1679.13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 83.49亿元，分别是 2001年的 1.67倍 和 2.11

倍，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比重达 59.6%,经 济城镇化水平增长率达 112.22%,吸引城镇人口由 25.65万人增加到 55.52万人，相应

城市交通、电 力、通讯、旅游酒店等建设迅速，社会城镇化水平增 长了 77.83%。但是，由于资源大量向“城镇”集聚， “供

过于求”现象凸显，张家界旅游城镇化进程中普 遍存在资源浪费、环境破坏、效益低下等粗放式发展 问题，而乡村因为缺少

“生产要素”,不可避免面临 农民流失、农村空心、农田撂荒、农业滞缓等“乡村 病”问题，城乡收入比由 2000 年的 3 . 32 增

加到 4.05,二元结构特征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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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阶段(2009—2014年)。发展要素向乡村 回流，乡村现代化进程加快。2009—2014年，旅游 城镇化水平从 0.419提升

到 0.526,年均增长率为 5.04%,乡村振兴水平从 0.282增长到 0.493,年均 增长率为 14.97%,即旅游城镇化进程放缓，发展要 素

向乡村回流，乡村基础设施及旅游配套设施逐步 完善，城乡差距逐步缩减，在 2014年两者水平相当。 2008年冰冻灾害、2009

年金融危机以及 2010年特 大洪涝等系列重大事件，给张家界旅游业带来了一 定负面冲击，同时，张家界城市道路骨架基本

形成， 服务功能逐步配套，使得旅游城镇化进程开始放缓。 2009年，湖南省强调加快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 张家界以旅游

业为契机，扎实推进“三农”工作，创 办了生态旅游农业示范园区等 10大基地，农产品加 工企业 842家，休闲农业经营收

入 7.45亿元，创建 35个新农村示范村，通过“以点带面”方式，推进全市新农村建设，2014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 到

6332元，农村恩格尔系数降至 33%,城乡收入比 降至 2.85。

融合阶段(2015年至今):两者协调融合发展， 城乡差距不断缩减。2015—2021年，旅游城镇化水 平从 0.599提升到 0.894,

年均增长率为 8.20%,乡 村振兴水平从 0.554增长到 0.885,年均增长率为 9.97%,总体上看，两者保持协调发展步伐，城乡差 距

不断缩减，在相互交汇中呈现快速上升态势。随 着黔张常高铁的建成运营，城市立体交通优势逐步 显现，吸引了一批品质

企业落户，同时，张家界积极 推进澧水两岸风貌带、古人堤绿化景观工程等重点 项目建设，城市功能显著增强，旅游城镇化

进程加 快，但 2020年受“疫情”影响，旅游城镇化水平连续 两年下降。另外，在乡村振兴战略影响下，张家界乡 村旅游

接待设施、交通基础设施等进一步完善，创建了一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村，茅岩河、协合、 三官寺等产业融合小镇，但

乡村治理和乡风文明的 缺位仍是阻碍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使得乡村振兴 水平落后于旅游城镇化水平。

3.3 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

在旅游城镇化“双重属性”作用下，旅游城镇化 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主要分为城镇化溢出效应和旅游 业辐射效应。由于乡

村地理区位及自然条件的差 异，城市和景区二元力量在不同阶段对不同乡村产 生不同程度影响，使得乡村原有路径依赖被

破坏，并 不断探索出新的发展路径，继而产生景区城镇化和 城镇景区化 2种主要路径，实现新型城乡形态演变。

景区城镇化路径—袁家界村(图 3)。①景村一 体化发展阶段。袁家界村(现袁家界社区),位于张 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西北部，

是典型的依托张家界 国家森林公园发展起来的周边乡村。1983年，随着 袁家界景区的兴起，设立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 处

(简称张管处),指导区内旅游业健康发展。同 时，在政府主管下，袁家界村内的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推动村内产业向多功能、

多结构的旅游业转型： 一是在湖南省科委“星火计划”的支持下，引进温室 载培技术，投入到城区和景区；二是面向旅游市

场， 先后办起 10个村组企业从事农产品加工；三是到 1996年，开办餐馆 50多家，乡村劳动力有 81%进入到第三产业，相应

农民人均收入由公园建立前 122 元增至 1996年的 2581元；四是袁家界村架设了高 压电线，且安装了有线电视，基本实现普及

九年制义 务教育，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善明显。

图 3 景 区 城 镇 化 驱 动 乡 村 振 兴 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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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粗放式发展阶段。利益主体包括以张管处为 代表的政府机构，以百龙天梯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袁 家寨子、环保客运公

司等为代表的旅游企业，以当地村民为代表的个体参与者。多主体之间存在诸多利 益冲突： 一是旅游企业与政府机构之间因

生态破坏、 利益诉求等产生冲突；二是旅游企业与当地村民之 间在旅游开发、占用土地、搬迁补偿等方面产生较强 的利益

冲突；三是村民与政府之间，因拆除景区建 筑、搬迁户执行尺度、处理对外事务态度和村户籍等 方面产生冲突。因此，2000

—2010 年期间，村寨内 频繁出现乱搭滥建现象屡禁不止、村民无序就业与 旅游接待水平低下等问题，造成景区内“城市化、

商 业化、人工化”倾向严重，景村之间存在相互依存、 相互矛盾关系。

③城乡结合部形成阶段。2010年，张家界市被 列为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张家界政府、旅游 企业及当地村民共

同探索建设“旅游生态文明村” 的新路径： 一是在土地房屋确权、评估折价入股、新 村建设和新村房屋等分配环节，尽量

让每个村民都 参与进来，实行第三次阳光搬迁工程；二是制定袁家 界村景观化设计方案，注重融入民族文化内涵，调整 旅

游产品结构，打造高品级旅游度假设施，促进袁家 界景区向精品型提升转变；三是以村级集体资产为 基础，通过折价入股

等形式，建立袁家界村旅游发展 总公司，集中开展旅游投资、物业出租、旅游服务、物 业管理等经营活动；四是政府实施

“村转居”工程， 使得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转变，并制定一系列惠民 政策，同时，在新村配置“三站三室一广场”的公共 服

务设施，建立土家族文化研究会、歌舞会、棋牌队 等文化社团，实现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等目标。2014 年，袁家界社区被

评为第七批湖南省民主法治示范 村(社区),2015年成立锣鼓塔街道，袁家界社区是 其下辖社区，归属主城区，城乡结合部形

成。

城镇景区化路径—沙堤乡(图 4)。①特色农业 发展阶段。沙堤乡(现沙堤街道),距离永定城区 6km, 距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及武陵源风景区 12km,属于典型的城市辐射区和旅游黄金走廊，早 在 1995年左右，省道 1801 线和景区高等级公路穿 越境

内 10个村，全乡基本实现村组公路畅通。该乡 拥有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雨量充沛，光照充 足，土地肥沃，适合多种

经济作物的生长，盛产苎麻、 油桐、稻谷。1988年，张家界升为地级市，永定区为 市政府驻地，在永定城区溢出效应影响下，

沙堤乡凭 借农业优势，被评为省级“星火科技”示范乡，大力 发展商品蔬菜和优质水果，主要销往市区及景区； 1999年，

沙堤乡实现农业总产值 4040万元，粮食总 产量 9850t, 蔬菜产值 1200万元，高桥村、朱家峪村、板坪村等丘岗土地开发种植

水果面积 1.5万亩， 产品远销四川、湖北等地，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1555元。

图 4 城 镇 景 区 化 驱 动 乡 村 振 兴 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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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乡村旅游发展阶段。2002年，沙堤乡凭借良 好的区位优势以及农业基础，成为承接永定城区和 武陵源景区游客扩散

的最佳“乡村旅游地”。同年， 由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政府策划的——张家界绿色 大地生态观光园在沙堤乡开建，成为湖南

省第一批 农业旅游示范点之一，标志着张家界乡村旅游正式 拉开序幕。张家界绿色大地生态园是旅游业与农业 融合的代表，

集旅游观光、休闲娱乐、农家餐饮、旅游 购物、生态养殖、园艺观赏等于一体，平均每天接待 游客 300多人次，年旅游收入

达 1000万元，既为张 家界旅游增添了新亮点，也增加了农民收入(人均 增收达 800 元以上),成为展示社会主义新农村小 康

社会的窗口。2008年，张家界委市政府下发《关 于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城市农业旅游农 业的意见》,张家界乡村

旅游显现勃勃生机，2012 年，沙堤乡被评为“湖南省特色旅游名镇”,沙堤乡 开启了从单一农业向多元乡村旅游的转型发展。

③城市商贸旅游新区形成阶段。2015年，张家 界乡镇区划调整，枫香岗乡、沙堤乡和大庸桥街道成 建制合并设立大庸桥

街道，沙堤乡被撤销。同时，随 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和“对标提质、旅游 强市”的强力推进，沙堤成为城市功能新

区，承接城 市交通换乘、旅游商贸服务和旅游度假休闲等功能。 在 2017年政府公布的《张家界 101个重点项目名 单》中，

高铁西站、世界首条观光磁浮专线、张桑高 速公路、武陵山大道、沙堤大道、宁邦国际广场、古庸 城(文化旅游综合体)等项目

汇聚沙堤新区，到 2019 年底，张家界高铁西站已全面建成运营，古庸城主体建设全部完成，沙堤特色街区一期竣工验收，宁邦

国 际广场、武陵山大道、沙堤大道、张家界市新人民医 院等项目稳步推进。因此，在“城区一景区”双驱动 作用下，沙堤乡

的发展路径不断强化，由原来的乡村 旅游地发展成为城市商贸旅游新区。

关键路径比较分析(图 5)。袁家界村、沙堤乡 的多元发展路径表明，在城镇化溢出效应和旅游业 辐射作用的双重影响下，

乡村根据自身区位条件、资 源禀赋、生态优势、资本人力等因素展开综合考量，选择合适路径发展转型，实现了由单一农业向

多元 发展路径的转变，同时，城镇化与旅游业的力量是动 态变化的，在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产生不同影响，使 得乡村振兴路

径也处于动态变化中，可能经历“初 始-提升-优化”等演变阶段，重构乡村“新资源— 新市场—新业态—新空间”和“新技术

—新文化— 新制度—新人才”,继而形成以景区城镇化和城镇 景区化 2种关键路径，因此，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 兴路径呈现

非线性、多元化的演变特征。

图 5 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分析框架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研究基于对西部民族或贫困地区旅游城镇化 现象的历时性研究，结合综合指标法、时间序列法和 田野调查，解析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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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或贫困地区旅游城镇化驱 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与路径。主要结论如下：①旅游 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内涵解析为，以旅游

业为驱 动载体，以“就地就近”城镇化为基础，在“市场链 接、产业融合、行政势能、制度嵌入、规划引导、资金 支持”等外部

干预影响下，乡村基于自身基础条件 展开综合考量，选择合适发展路径，逐步摆脱单一农 业生产，推动乡村多元化发展，实

现乡村振兴的过 程。②基于时间序列法，科学检验了张家界市旅游 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关系，发现张家界旅游城镇 化水平

与乡村振兴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旅 游城镇化是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且随时间推 移，驱动作用日渐明显，逐步

超过乡村发展自身带来 的影响。③基于“城乡关系”,将张家界旅游城镇化 驱动乡村振兴的演进过程分为 4 个阶段：介入阶段

(1989—2000年),旅游城镇化对乡村影响有限，景 区城镇化初现；分化阶段(2001—2008年),大量资源向城镇聚集，城乡分化态势

显著;转型阶段 (2009—2014年),发展要素向乡村回流，乡村现代 化进程加快；融合阶段(2015年至今),两者协调融 合发展，

城乡差距不断缩减。④扎根典型乡村研究， 张家界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主要有 2种：“景区主导-城市辅助”的

景区城镇化和“城市 主导-景区辅助”的城镇景区化，其中，乡村内部资 源、产业基础和区位条件等决定了乡村的初始发展 路

径，乡村产业结构、行政等级、空间格局等随着城 乡、景乡间要素的差异化聚集发生多重演化。

4.2 讨论

当前，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既是经典 城乡问题，也是国家战略问题，两者关系一直是学界 关注的焦点和难点。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城 乡视角出发，立足西部民族(贫困)地区，探讨了旅 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演化过程，并扎根典

型乡 村，梳理其关键路径，揭示了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 兴的一般规律与地域特征，为旅游城镇化引导的乡 村振兴提供了一

个理想化的个案参考。张家界旅游 城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景带村、以镇促村、景镇融 合”的发展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切实响应

了乡村振 兴战略总要求，但是，由于广大乡村的复杂性和异质性，如果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机制的作用发挥 不好，可能

引发多元主体较量、策略性脱贫、人力资 源短缺等悬浮现象，导致乡村的行政力、自治力、公 共性与利益链发生错位，可能

给乡村发展带来更大 阻碍。此外，旅游城镇化的驱动效应在不同阶段存 在较大差异，乡村振兴的进度及模式也会不一致，要

立足乡村发展实践 ， 适时增加行政力量 ， 强化精英带 动和市场链接，实现“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有 效结合，放大旅

游城镇化的“涓滴效应”。同时，协 调好政府、社区、企业与居民等多元主体利益诉求， 构建“多主体共治模式”,因地制宜持续

推进乡村发 展，是实现乡村振兴有效链接小康社会的根本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地域有不同类型的旅游城镇化 模式，

针对不同类型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过 程、路径等展开对比研究是未来探讨的重要方向，此 外，从要素、功能、结构

等多重维度解析旅游城镇化 驱动乡村振兴的机理机制，也是下一步研究关注的 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 方创琳.城乡融合发展机理与演进规律的理论解析[J].地理学 报,2022,77(4)： 759 -776.

[2] 叶超，于洁.迈向城乡融合: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结合研究的 关键与趋势[J].地理科学,2020,40(4)： 528-534.

[3] 刘彦随.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地理学报,2018, 73(4)： 637 - 650.

[4] 方创琳.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性与重点方向[J]. 地理研究,2019,38(1)： 13 -22.

[5] 陈明星，叶超，陆大道，等.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理论内涵的认知 与建构[J].地理学报,2019,74(4)： 633 -647.

[6] 陆林，韩娅，黄剑锋,等.基于扎根理论的杭州市梅家坞旅游城市 化特征与机制[J].自然资源学报,2017,32(11)： 1905

-1918.

[7] 杨莎莎.旅游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型城乡形态演化：内涵、机制及 过程[J].社会科学家,2018,(3)： 48 -60.



12

[8] 高楠，王琳艳 ,马耀峰，等 .旅游业驱动下世界文化遗产依附地城 镇化响应机制一以平遥古城为例[J].经济地

理,2017,37(4)： 198 - 207.

[9] 唐健雄，李奥莎,刘雨靖.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 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1 )：

174-185.

[10] Mullins P. Tourism urbanization [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 Regional Research, 1991,15(3)： 326 - 342.

[11] 王冬萍，阎顺.旅游城市化现象初探一以新疆吐鲁番市为例 [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3,17(5)： 118-122.

[12] 刘雨靖，唐健雄,麻学锋.连片特困区旅游城镇化时空格局演化 及模式研究一以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19,39(10)： 214 - 223.

[13] 陆林，於冉，朱付彪，等.基于社会学视野的黄山市汤口镇旅游 城市化特征和机制研究[J].人文地理,2010,25 (6)： 19-24.

[14 ]高苹，席建超,刘盛和.旅游城镇化空间过程及其动力机制研 究一重庆市黄水镇案例实证[J].人文地理,2020,171(1 )： 104

- 113.

[15 ]杨丹.四川藏区旅游业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效应及路径研 究一以阿坝州九寨沟县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16,37 (12)：

160 - 164.

[16]黄震方.发达地区旅游城市化现象与旅游资源环境保护问题探 析一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J].人文地理，2001, (5)：

53 -57.

[17 ] Hernandez J M, Suarez V R, Santana J Y.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and mass tourism: The case of Catalonia, Spain

[ J ]. Tourism Management,2016 ,54 (6 )： 43 - 57 .

[18 ] Huller S, Heiny J, Leonhauser I U. Linking agricultural food production and rural tourism in the Kazbegi District: A qualitative

study. Annals of Agrarian Science ,2017,15(3)： 40 -48.

[19]刘沛林，李雪静,杨立国，等.文旅融合视角下传统村落景观数 字化监测预警模式[J].经济地理,2022,42(9)： 193 -200, 210.

[20 ] Monterrubio C, Osorio M, Benitez J. Comparing enclave tourism's socioeconomic impacts: A dependency theory approach to

three state -planned resorts in Mexico [ J].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18,8(6)： 412 - 422.

[21 ] Bosworth G, Turner R. Interrogating the meaning of a rural business through a rural capitals framework [J ] .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8，60(5)： 1 - 10.

[22] 杨兴柱，吴瀚，殷程强，等.旅游地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过程、机制 与模式一以千岛湖为例[J].经济地理,2022,42(1 )： 199

-210.

[23] 麻学锋，刘玉林,谭佳欣.旅游驱动的乡村振兴实践及发展路 径一以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为例[J].地理科学,2020,40(12)：

2019 - 2026.



13

[24 ] Ary al S, Cockfield G, Maraseni T N. Globalisation and traditional social -ecological systems: Understanding impacts of

tourism and labour migration to the transhumance systems in the Himalayas [J ] .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2018 ,25(3)： 73 - 84.

[25 ] Lipton M. 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 Urban Bias in World Devel-opment[ M] .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26 ] Du H, Xue L. " Enterprise + Peasant Household" pattern explored about land transfer in the distant rural areas An analysis

based on a survey of Beiyuan in Xiangning Country,Shanxi Province [J ] . Op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2016 ,4 (9 )： 200 - 209 .

[27 ]Adam C, Bevan D,Gollin D. Rural - urban linkages,public investment and transport costs:The case of Tanzania [J] . World

Develop-ment,2018,109(9)： 497 -510.

[28 ] Suvi H. Revisiting agricultural modernisation:Interconnected farming practices driving rural development at the farm level[J ] .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19,71 (8)： 36 -45.

[29] 赵德起，陈娜.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研究[J].经济问题 探索,2019,(12)： 1 -28.

[30] 程明洋，李琳娜，刘彦随，等.黄淮海平原县域城镇化对乡村 人一地一业的影响[J].经济地理,2019,39(5)： 181-190.

[31] 徐维祥，李露，周建平，等.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动态演进及其驱动机制[J]-自然资源学报，2020,35(9 )：

2044 -2062.

[32]祝志川，刘博，和军.中国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 同发展测度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22, (7)： 13-28.

[33 ]熊建新，王文辉,贺赛花，等.洞庭湖区旅游城镇化的时空分异 及演化[J].经济地理,2020,40(5)： 210-219.

[34] 麻学锋，于美琪.区域旅游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驱动 因素分析一以大湘西地区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

场,2022,38 ( 11)： 1321 - 1420.

[35] 易小燕，陈印军，向雁，等.县域乡村振兴指标体系构建及其评 价一以广东德庆县为例[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

划,2020,41(8 )： 187 -195.

[36]宋川，张宁.河北省乡村振兴水平评价及空间差异研究[J].中 国农业资源与区划：1 - 12. http：//kns. cnki. net/kcms2/detail/

11.3513. S.20230608.1220.008. html.

[37 ]杨秀平，贾云婷,翁钢民，等.城市旅游环境系统韧性的系统动 力学研究:以兰州市为例[J].旅游科学,2020,34(2)： 23 -40.

[38]唐鸿，刘雨靖,麻学锋.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效应评 价一以张家界为例[J].经济地理,2017,37(2)： 216 -223.

[39 ]唐健雄，刘雨靖.典型旅游城市人居环境演变过程及机制研 究一以张家界市为例[J ].地理研究，2021,40 (6 ) : 1803 -1822.


	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演进过程及关键路径 —— 以张家界为例�
	唐健雄1,蔡超岳1,刘雨婧1，2,李奥莎1
	(1.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湖南长沙410081;2.湖南省第三测绘院，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采用综合指标法测度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结合时间序列法量化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
	【关键词】：旅游城镇化；乡村振兴；演进过程；关键路径；张家界
	【中图分类号】：F590-05;F30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0  引 言
	1 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  研究区概况及研究方法
	3  结果及分析
	4  结论与讨论




